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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社交媒体上针对特定群体的贬损性评论的治理不仅依赖于平台规制，也与普通用户能否参与公共

纠偏密切相关。本文从数字正义视角出发，采用在线情境实验法，考察了六类反对策略对旁观者感知共情、

感知责任和支持性干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话题类型、群体身份与确认偏误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不同反对策略会显著影响旁观者反应，其中礼貌纠偏策略总体上更能激发旁观者的积极干预行为；不同的

群体身份和确认偏误水平会影响反对策略的实际作用效果；反对策略对干预行为的影响也会通过共情与感

知责任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实现。研究表明，普通用户的旁观者干预，是数字正义在日常互动中的具体实

践，也构成平台公共规范生成与秩序涌现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数字正义；旁观者干预；群体身份；确认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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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数字正义视角下的旁观者干预行为

社交媒体中的公共讨论并不总是沿着理性协商的方向展开，具有贬损性、

攻击性或污名化倾向的评论表达时常夹杂其中。本文将此类表达概括为群体

贬损性评论，主要指针对基于兴趣偏好、学科背景或知识立场形成的特定群体，

通过负面标签、贬低性概括或攻击性措辞，对其能力、价值或社会形象作出

否定性评价的评论表达。被攻击者或其他用户针对此类评论作出的公开反驳

或规劝，则将其概括为“反对意见”。

网络旁观者是目睹伤害性互动但未直接卷入其中的用户，相关研究综述

显示，网络欺凌情境中的潜在旁观者众多，但多数人选择忽略事件或不采取

行动 [1]。然而，旁观者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其在社交媒体互动中无足轻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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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作为数量庞大且处于可见位置的参与者，

旁观者往往是影响冲突走向的重要主体 [2]。当旁

观者通过反驳或声援等方式介入线上互动时，

其行为就构成了数字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形

式 [3]，这种公开可见的反制回应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相关言论造成的伤害感知 [4]，相关反制策

略还可能促进原帖删除、减少其他用户的点赞，

从而削弱相关言论的可见性与放大效应 [5]。

当前，平台治理是化解网络冲突的重要路

径，其中删帖、禁言等平台规制主要作用于违

规内容，而用户的反驳和声援则能在互动现场

形成社区内部的规范反馈。换言之，网络空间

中有害表达的治理不仅属于平台管理范畴，也

关乎社区成员能否主动参与规范维护 [6]，在更广

泛的网络内容治理中，政府、平台、社会组织

和普通网民逐渐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

格局 [7]。

旁观者是否愿意发声，并不只是取决于其

对贬损性评论的价值判断，也受到反对方式本

身的影响 [8]。现有研究虽已开始关注不同反对策

略的传播效果，但这些策略能否进一步激活旁

观者干预，以及不同群体对同类策略是否存在

差异性反应，仍有待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

从数字正义视角出发，考察社交媒体冲突场景

中不同反对策略对旁观者干预行为的影响，并

进一步从用户参与和社区规范生成的层面理解

旁观者发声的条件及其治理意义，以期为社交

媒体中的用户参与式治理提供依据，并丰富数

字空间规范建构的相关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正义：从制度规制到互动中的

规范修复

旁观者在社交媒体上针对贬损性评论所作

出的反对或声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数字正义”

实践。既有数字正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如

何改善司法可及性、纠纷解决与纠纷预防 [9]，与

之相关的数据正义研究则将公平问题延伸至个

体如何在数据化过程中被看见、被代表和被对

待 [10]，这一视角更强调网络空间中的分布式责

任 [11]，即将普通用户纳入数字秩序的维护过程，

关注其如何感知他人遭遇的不公、确认自身的

介入责任，并将规范判断转化为可见行动。

一方面，数字正义体现为可见性正义。社

交媒体中的观看、点赞、评论、转发和举报等

行为都会参与可见性的配置 [12]，进而影响不同

言论的传播范围。因此，旁观者对反对性回应

的支持，既是个人的态度表达，也可能通过平

台的可见性机制相对削弱贬损性评论的影响、

提升纠偏性表达的显著性，进而强化对群体贬

损言论的规范约束。

另一方面，数字正义还体现为参与正义，

即普通用户能否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公共讨论秩

序的形成与维护。有学者以“参与平等”作为

理解正义的重要标准，强调公共规则应使成员

能够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社会互动 [13]。据此，旁

观者干预可以被视为一种参与式规范维护实践，

其集体回应还会向其他成员传递何种表达可被

接受的信号，从而参与社区规范的形成与巩固 [1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数字正义界定为一

个由规范识别、责任承担与可见行动共同构成

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不同反对策略通过相

应的机制参与社交媒体中的规范维护；感知共

情反映旁观者对被攻击者受损处境的理解；感

知责任反映其参与公共纠偏的责任认知；点赞、

评论和分享意愿进一步表征旁观者是否愿意将

这种规范判断转化为公开可见的支持行动。

（二）旁观者干预的心理基础：共情驱动

与责任激活

旁观者干预是指个体在目睹他人遭受不公

正对待或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境时，所采取的积

极回应行为。拉塔内（Bibb Latané）和达利（John 

M. Darley）提出的旁观者干预模型指出，个体

采取干预通常要经历注意事件、判断情境性质、

承担干预责任、评估自身帮助能力，并最终做

出行动决策等连续心理过程 [15]。

首先，共情是旁观者干预的重要心理基础，

能够让旁观者理解他人的受损处境，并增强其提

供帮助的动机。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共情与

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16]；网络欺凌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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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共情水平较高的旁观者更可能采取干预

行为 [17]。感知责任进一步影响这种情绪反应能

否转化为实际干预。但旁观者并不总会主动承

担干预责任，当情境中存在其他旁观者时，个

体更容易认为干预会由他人完成，从而降低自

身介入的可能性 [18]。这一机制在网络场景中同

样存在，旁观者数量与平台匿名性都会影响其

主动干预倾向 [19]。从参与正义的角度看，感知

责任体现了旁观者对自身公共参与角色的确认，

并促使其将对贬损性评论的不认同转化为公开

回应。

因此，共情使旁观者识别介入的必要性，

感知责任则推动其将情绪理解转化为支持行动，

二者的连续作用推动旁观者由沉默围观转向积

极回应，也体现了参与正义由情境理解、责任

承担向实际参与逐步转化的过程。

（三）社交媒体上的反对策略：群体贬损

性评论回应的类型与作用

反对策略是指用户在社交媒体互动中针对

群体贬损性评论作出的公开回应，不同策略虽

然都表达对相关言论的不认可，但其表达方式

会影响旁观者对反对行为的判断与支持。结合

前人研究 [20][21]，本文将社交媒体平台上反对群

体贬损性评论的作用机制概括为四类：内化机

制、惩罚机制、群体边界维护机制和情绪调节

机制。

1. 内化机制：通过情感与理性诉求推动规

范认同

内化机制是指通过价值引导，使个体将反

对群体贬损性评论视为应遵循的公共规范。当

规范获得个体的内在认同时，即使缺乏外部监

督，人们也可能出于内在动机自觉遵循相关规

则 [22]。这一过程通常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即呼

吁良知与呼吁逻辑，它们分别从道德情感和理

性判断两个层面推动规范内化。

呼吁良知策略通过唤起道德情感与同理心，

使旁观者意识到贬损性评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

伤害。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带有共情诉求的反

对言论能够减少仇恨表达，并提高原始仇恨言

论被删除的可能性 [23]；呼吁逻辑策略主要通过

事实和论据指出不当言论的问题，引导旁观者

从理性层面重新评估其正当性 [24]。在纠正错误

信息时，基于逻辑和论据的解释回应更能降低

错误认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25]。

2. 惩罚机制：以后果警示强化规范约束

惩罚机制通过声誉施压或道德谴责提高越

界表达的社会成本，使发言者因预期负面后果

而调整行为 [26]。威胁声誉策略是该机制的主要

表现之一，例如，“你这样的言论只暴露了自

己的无知和偏见”之类的评论，并不着重讨论

观点本身，而是通过贬损发言者的社会形象，

强化其对越界表达后果的感知。但这类策略也

可能激发更强的防御与冲突 [27]。

3. 群体边界维护机制：以成员资格界定强

化规范秩序

群体边界维护机制主要通过成员资格或规

范判断标示社区可接受的表达范围。这与社会

身份理论相一致，即个体往往借助所属群体来

界定自我，并倾向于通过维护共同规范来维持

积极的群体形象 [28]。群体除名策略主要通过要

求发表不当言论的用户退出互动空间、删除评

论等方式来否定其成员资格，可以被视为边界

维护机制中的硬性规范；礼貌纠偏策略通常以较

克制的方式提示相关言论已经越过规范边界 [29]，

如指出某一言论“属于骚扰”或“是虚假信息”，

可以被视为边界维护机制中的软性规范。

4. 情绪调节机制：以低对抗表达缓冲防御

反应

情绪调节机制主要通过降低互动中的对抗

张力，减少旁观者对反对信息的防御。幽默策

略作为一种以情绪调节为导向的表达方式能够

改善受众对传播者的情感评价 [30]，积极幽默还

可以调节负面情绪 [31]，并通过降低愤怒减少网

络互动中的不文明回应 [32]。

总体而言，上述四类机制体现了数字正义

实践中不同的规范维护路径。内化机制促进规

范理解与认同，惩罚机制强化违规的声誉压力，

群体边界维护机制重申社区互动规则，情绪调

节机制缓和对抗并保留沟通空间。不同策略表

达的规范依据和互动压力并不相同，因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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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旁观者不同程度的共情、责任承担与可见

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

研究问题 1：作为不同的规范修复方式，六

种反对策略是否会对旁观者的感知共情、感知

责任与支持性干预行为产生显著差异？若存在

差异，哪类反对策略更能推动旁观者参与公共

纠偏？

（四）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确认偏误与

内群体偏好对反对策略的影响

在探讨何种反对策略更能激发旁观者干预

时，还需进一步考虑接收者的认知偏差。认知

偏差是指个体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由于认知

资源有限，或受到态度立场与动机倾向的影响，

导 致 判 断 偏 离 客 观 事 实 [33]。 迪 马 拉（Evanthia 

Dimara）等人从任务视角对认知偏差进行了分

类 [34]，结合本文关注的旁观者信息加工过程，确

认偏误主要影响其对反对信息的接受与解释，内

群体偏好则可能使其支持判断呈现出群体倾向。

1. 确认偏误的影响

确认偏误是指个体在搜寻、解释和评估信

息时，更倾向于接受支持既有信念的证据，而忽

视、质疑甚至反驳与原有立场不一致的信息 [35]。

确认偏误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选择性接收

信息，并对异见内容表现出怀疑或排斥；确认

偏误水平较低的个体则更可能对不同观点保持

开放评估。社交媒体上的争议性话题更容易强

化这种偏差，因为在个性化信息流中，用户经

常接触与自身立场相近的内容，并在观点相似

的人群中互动，从而进一步巩固原有看法 [36]。

已有研究表明，当更正信息与受众既有政治态

度相冲突时，立场鲜明的受众更可能表现出抵

抗 [37]。因此，不同确认偏误水平的旁观者可能

对反对策略产生差异化反应。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1：确认偏误会调节反对策略的效果，

不同反对策略在高、低确认偏误个体中的（a）

感知共情、（b）感知责任和（c）支持性干预

行为存在差异。

2. 内群体偏好的影响

内群体偏好是指个体通常对同属一群体的

成员持更积极的评价或资源分配，并可能相对

不利地对待外群体成员 [38]。在社交媒体环境中，

群体身份通常建立在价值观、兴趣偏好、话题

立场或与事件当事人的相似性之上。已有研究

表明，当个体将自己与受害者归为同一群体时，

更容易产生共情与帮助意愿 [39]，共享群体身份

也能够提高紧急情境中的实际帮助行为 [40]。基

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2：群体身份会调节反对策略的效果，

不同反对策略在内群体与外群体情境中的（a）

感知共情、（b）感知责任和（c）支持性干预

行为存在差异。

旁观者干预模型指出，个体采取帮助行为

通常经历从情境理解、责任承担再到行动实施

等心理过程 [41]。在此过程中，共情有助于旁观

者识别他人的受损处境，感知责任则推动其将

这种理解转化为干预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3：不同反对策略通过影响旁观者的

感知共情，进而影响其感知责任与支持性干预

行为，其中，感知共情与感知责任发挥链式中

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情境实验法，其中，反对

策略类型（呼吁良知 vs. 呼吁逻辑 vs. 威胁声誉 

vs. 礼貌纠偏 vs. 群体除名 vs. 幽默）为被试间操

纵变量，话题类型（追星 vs. 大学文科 vs. 中医）

为被试内重复测量因素，并将群体身份（内群

体 vs. 外群体）和确认偏误（高 vs. 低）纳入分析。

（一）被试

本研究通过腾讯问卷与见数平台的随机抽

样服务招募被试，该服务依托平台样本库开展随

机抽样，以尽可能降低抽样偏差。最终共纳入

有效被试 651 人。每名被试者均完成三个话题

情境下的测量，共形成 1953 条话题层观测记录。

剔除标准包括未认真阅读实验材料、作答时间过

短、注意力检测未通过及明显同质化作答。有

效 样 本 中， 女 性 338 人（51.92%）， 男 性 313

人（48.08%）；平均年龄为 39.14 岁（SD=12.15）。

（二）实验材料与实验流程

研究构建模拟社交媒体页面“深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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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括主帖、群体贬损性评论及反对性回复，

尽可能贴近用户在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中的阅

读情境（图 1）。为覆盖不同类型的争议情境，

研究选取追星、大学文科和中医三个话题，

并分别设置一条针对相关群体的固定贬损性

评论。依据既有分类研究，研究设置六种反

对策略，并将被试随机分配至其中一种策略

条件（表 1）。被试依次浏览三个话题情境，

并在阅读每则材料后填写相关量表。

（三）量表与测量

感 知 共 情（Cronbach’s α = 0.939）。

参照相关研究 [42] 编制中文版感知共情量表，

共 6 个题项，如“当我观看此评论时，我感

觉到了与反对者相同的情绪”。题项均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 = 完全不同意，7 = 

非常同意）。

感 知 责 任（Cronbach’s α = 0.896）。

参照费舍尔（Peter Fischer）等人 [43] 和奥伯

迈尔（Magdalena Obermaier）[44] 的研究编制

中文版感知责任量表，共 3 个题项，如“看

到 这 种 冒 犯 言 论 时， 我 认 为 我 有 责 任 去 反

图 1 实验材料示例

注：示例图中的反对策略均为呼吁良知策略，由左到右分别为追星话题、文科话题、中医话题。

表 1 文科话题下攻击者言论与六种反对策略示例

攻击者言论：现在的大学文科专业，不就是培养一群高学历的废
物吗？学的都是些空洞无用的理论，毕业就等于失业。拿着父母
的钱读这种专业，跟啃老有什么区别？纯属浪费社会资源。

反对策略 反对内容

内化机制

呼吁良知策略
（情感偏向）

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工程师或程序员。
有些人就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历史、文
学和哲学。大学不只是职业培训所，
更是安放个人志趣和灵魂的地方。用
“有没有用”来衡量一个年轻人的梦
想，太残忍了。

呼吁逻辑策略
（理性偏向）

把文科等同于没有价值，忽视了现代
社会对法律、传播、教育和公共治理
等专业能力的持续需求。AI 可以替代
部分技术流程，但难以替代复杂沟通、
价值判断与跨文化协调等能力。

惩罚机制 威胁声誉策略
你这番言论不仅暴露了你的无知和偏
见，随意攻击他人也显示出你缺乏做
人的基本素养。

群体边界
维护机制

礼貌纠偏策略
（软性规范）

文科生就业确实面临一些挑战，但这
并不意味着文科没有价值。不同学科
各有作用，没必要用贬低性的方式评
价别人。

群体除名策略
（硬性规范）

你的学科歧视言论真的让人不适，这
里不欢迎你这种引战的人。

情绪调节
机制

幽默策略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左耳进右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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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题项均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 = 完

全不同意，7 = 非常同意）。

确认偏误（Cronbach’s α = 0.833）。用于

测量个体在接收与自身立场不一致的信息时的

开放评估倾向。题项改编自主动开放思维量表

（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AOT-7） [45]

以及 AOT-17 量表 [46]。所有题项均采用 7 点李

克特量表计分（1 = 完全不同意，7 = 非常同意），

题项均为正向的开放思维表述，对各题进行反向

计分后取平均值，得分越高表示确认偏误越强。

内外群体划分。用于识别被试在不同话题

情境下的群体归属。本研究设置 6 个题项测量

其对相关话题的态度，每类话题各对应 2 个题项。

如在追星话题中，题项包括“如果我喜欢一个

偶像，我愿意花时间或金钱参与与他 / 她相关的

活动”等。所有题项均采用 6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 

= 完全不同意，6 = 非常同意）。

支持性干预行为意愿。采用一道多选题测

量“请您设想自己正在浏览该社交媒体平台，您

会采取哪些行为”，选项包括“点赞”“评论

支持”“评论反对”“分享支持”“分享反对”“举报”

以及“什么都不会做”，均采用二元编码（1 = 

选择，0 = 未选择）。本文将针对反对性回复的“点

赞”“评论支持”和“分享支持”作为结果变量。

其余选项不纳入分析，仅用于模拟真实社交媒

体中的行为选择。

（四）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R 进行数据分析。针对三个话

题 下 的 重 复 测 量 数 据， 使 用

lme4 包拟合以被试为随机截距

的混合效应模型，将反对策略

和话题类型设为固定效应。研

究问题 1 进一步加入“反对策

略 × 话 题 类 型” 交 互 项， 假

设 1 和假设 2 分别加入反对策

略与确认偏误、群体身份的交

互项。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通

过 lmerTest 包完成，事后比较

采用 emmeans 包计算估计边际

均 值， 并 进 行 Tukey 校 正。 假

设 3 的链式中介效应使用 lavaan 包检验，其中，

支持性干预行为由“点赞”“评论支持”和“分

享支持”三个指标取均值得到。考虑到同一被

试在三个话题下重复作答，Bootstrap 检验以被

试为抽样单位重复抽样 5000 次，并以 95% 置信

区间是否包含 0 判断间接效应的显著性。

四、研究结果

随机分配后，六种反对策略组在年龄［Fs(5, 

645) ≤ 1.19，ps ≥ .312］ 和 性 别［χ²s(5) ≤ 

6.78，ps ≥ .237］上均无显著差异。。研究另

行 招 募 28 名 未 参 加 主 实 验 的 被 试 进 行 操 纵 检

验，共获得 84 次评价。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结果

显示，反对策略在礼貌性、攻击性、逻辑性、

幽默性、共情诉求、规范清晰度、声誉威胁和

群体排斥等八项感知指标上的主效应均显著（ps  

≤ .012），且各策略在预期特征维度上的得分

均显著高于其他策略，表明六类材料具有良好的

区分度，操纵总体有效。

为回答研究问题 1，本文检验了不同反对策

略对旁观者感知共情、感知责任及支持性干预

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反对策略在感知

共 情［F(5, 1561.38) = 10.90, p < .001］、 感 知

责任［F(5, 1480.36) = 3.52, p = .004］、点赞意

愿［F(5, 1561.12) = 5.68, p < .001］、评论意愿

［F(5, 1550.37) = 6.05, p < .001］和分享意愿［F(5, 

1532.92) = 3.83, p = .002］上均存在显著主效应。

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在感知共情方面，礼

表 2 六种反对策略在感知共情、感知责任
以及点赞、评论、分享意愿上的成对比较

反对策略
M ( SD )

感知共情 感知责任 点赞意愿 评论意愿 分享意愿

呼吁良知 5.38 (1.26)ᶜᵈ 4.60 (1.65)ᵇ 0.60 (0.49)ᵃᵇ 0.48 (0.50)ᵇᶜ 0.24 (0.43)ᵃᵇ

呼吁逻辑 5.29 (1.36)ᵇᶜ 4.47 (1.81)ᵃᵇ 0.59 (0.49)ᵃᵇ 0.42 (0.49)ᵃᵇᶜ 0.24 (0.43)ᵇ

威胁声誉 5.12 (1.38)ᵃᵇ 4.30 (1.76)ᵃᵇ 0.57 (0.50)ᵃᵇ 0.37 (0.48)ᵃᵇ 0.22 (0.42)ᵇ

礼貌纠偏 5.51 (1.12)ᵈ 4.54 (1.62)ᵇ 0.69 (0.47)ᵇ 0.49 (0.50)ᶜ 0.23 (0.42)ᵇ

群体除名 5.18 (1.33)ᵃᵇᶜ 4.40 (1.75)ᵃᵇ 0.54 (0.50)ᵃ 0.41 (0.49)ᵃᵇᶜ 0.19 (0.39)ᵃᵇ

幽默 5.06 (1.41)ᵃ 4.40 (1.77)ᵃ 0.56 (0.50)ᵃ 0.37 (0.48)ᵃ 0.19 (0.39)ᵃ

注：同一列中带有相同字母的策略在 p < .05 水平上彼此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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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纠偏显著高于呼吁逻辑、威胁声誉、群体除名

和幽默，呼吁良知显著高于威胁声誉和幽默；在

感知责任方面，礼貌纠偏和呼吁良知均显著高于

幽默；在行为指标上，礼貌纠偏的点赞意愿显著

高于群体除名和幽默，评论意愿显著高于威胁声

誉和幽默，呼吁良知的评论意愿显著高于幽默；

在分享意愿方面，呼吁逻辑、威胁声誉和礼貌纠

偏均显著高于幽默，各反对策略在上述变量上的

描述性统计及事后比较结果见表 2。

反对策略与话题类型在分享意愿上的交互

作 用 显 著［F(10, 1532.97) = 2.24, p = .014］，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这一交互主要体现在文科话

题中：呼吁逻辑的分享意愿显著高于呼吁良知、

礼貌纠偏、群体除名和幽默（ps  ≤ .013）；在

追星和中医话题中，策略差异均不显著。

总体而言，相较于威胁声誉、群体除名和

幽默等更具对抗性或间接性的回应方式，礼貌纠

偏更容易激发旁观者的支持性反应，而话题类型

仅改变不同策略对分享意愿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 1，本文依据确认偏误量表得分

将被试划分为高、低两组。结果显示，确认偏误

组别在各因变量上均存在显著主效应，低确认偏

误组在感知共情、感知责任及点赞、评论和分享

意愿上均显著高于高确认偏误组（ps  < .001）。

反对策略与确认偏误的交互作用仅在评论意愿

上显著［F(5, 1222.90) = 3.00, p = .011］，其余

指标上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估计边际均值的结

果见图 2。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低确认偏误组的策略

差异不显著。在高确认偏误组中，不同反对策略

对评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礼貌纠偏显

著高于呼吁逻辑、威胁声誉、群体除名和幽默（ps  

≤ .019）；呼吁良知也显著高于群体除名和幽

默（ps  ≤ .026）。 因 此， 假 设 1a 和 1b 未 得 到

支持，假设 1c 得到部分支持。

为检验假设 2，本文依据话题态度量表三个

维度的得分，将得分较高者划分为内群体，得

分较低者划分为外群体。结果显示，内群体情

图 3 不同群体归属条件下六种反对策略对旁观者反应的影响

图 2 不同确认偏误条件下六种反对策略对旁观者反应的影响

注：在策略编号（1—6）中，1= 呼吁良知策略；2= 呼吁逻辑策略；3= 威胁声誉策略；4= 礼貌纠偏策略；5= 群体除名策略；6= 幽默

策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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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感知共情、感知责任及点赞、评论和分

享意愿均显著高于外群体情境（ps  < .001）。反

对策略与群体身份的交互作用在感知共情［F(5, 

1294.86) = 2.65, p = .022］ 和 分 享 意 愿［F(5, 

1256.70) = 2.30, p = .043］上显著，在其余指标

上均不显著。估计边际均值的结果见图 3。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外群体情境下，礼

貌纠偏引发的感知共情显著高于呼吁逻辑、威

胁声誉和幽默（ps  ≤ .006），呼吁良知也显著

高于幽默（p = .006）；在内群体情境下，呼吁

逻辑显著高于威胁声誉和幽默（ps  ≤ .015）。

在分享意愿方面，策略差异主要出现在内群体

情境，呼吁良知、呼吁逻辑和礼貌纠偏均显著

高于幽默（ps  ≤ .012）。因此，假设 2a 得到支持，

假设 2c 得到部分支持，假设 2b 未得到支持。

为检验假设 3，本文构建了“反对策略→感

知共情→感知责任→干预行为”的链式中介模

型。由于该观测变量路径模型为恰好识别模型（df 

= 0），因而不报告整体拟合指标，模型对感知

共情、感知责任和支持性干预行为的解释率分

别为 R² = 0.014、0.503 和 0.442。

路径分析显示，感知共情显著正向预测感

知责任（β = 0.70, p < .001），感知责任进一

步显著正向预测支持性干预行为（β = 0.46, p < 

.001），感知共情对干预行为也具有显著的直接

作用（β = 0.25, p < .001）。以礼貌纠偏为参照，

呼吁逻辑、威胁声誉、群体除名和幽默均显著

负向预测感知共情，呼吁良知的作用不显著；

在控制感知共情和感知责任后，群体除名和幽

默仍对干预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具体路径

见图 4。

Bootstrap 检验显示，呼吁逻辑、威胁声誉、

群体除名和幽默相对于礼貌纠偏的链式间接效

应均显著且为负，呼吁良知的链式间接效应不

显著；威胁声誉、群体除名和幽默的总间接效

应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3。

因此，感知共情与感知责任在部分反对策

略影响支持性干预行为的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

作用，假设 3 得到部分支持。

五、讨论

（一）不同反对策略对旁观者支持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礼貌纠偏、呼吁良知和呼吁

逻辑等低威胁策略，更容易激发旁观者的共情、

责任感与互动支持。这说明，当反对方式带有

较强的攻击、羞辱或排斥意味时，可能使反对

行为本身被理解为新的冒犯，从而降低旁观者

对其适当性与正当性的评价 [47]。从数字正义视

图 4 不同反对策略影响旁观者支持性干预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

注：反对策略采用五个虚拟变量编码，以礼貌纠偏策略为参照组。a：与礼貌纠偏相比，呼吁逻辑（β = −0.059, p = .031）、威胁声
誉（β= −0.107, p < .001）、群体除名（β= −0.093, p < .001）和幽默（β= −0.126, p < .001）对感知共情的路径均显著，呼吁良知不
显著（p > .05）。b：与礼貌纠偏相比，仅幽默策略的直接效应显著（β=0.055, p= .007），其余策略对感知责任的直接效应均不显
著（p > .05）。c：与礼貌纠偏相比，群体除名（β = −0.053, p = .024）和幽默（β= −0.052, p = .018）对干预行为存在显著负向直
接效应，其余策略对干预行为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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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看，旁观者是否支持反对行为，同时受到规

范立场和表达方式的影响，礼貌纠偏在指出言

论不当之处的同时维持了基本的互动秩序，因

而更容易获得旁观者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幽默策略整体效果较弱，

表明戏谑化表达未必能够有效推动旁观者参与。

既有研究也发现，在应对社交媒体仇恨言论时，

基于共情的反言论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积极效

果，而幽默和后果警示并未显示出一致作用 [48]。

此外，本文还检验了话题类型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话题类型仅对分享意愿产生有限的

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文科话题中。呼吁逻

辑在该话题下效果更好，这可能是因为旁观者

分享此类内容时更看重回应的理由和论证，而

追星和中医话题更多涉及情感认同与既有立场，

因此不同策略对分享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二）确认偏误对反对策略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低确认偏误个体的感知共情、

感知责任和支持性干预行为均高于高确认偏误

个体，表明其更容易对群体贬损性评论作出开

放评估和积极回应。进一步来看，确认偏误的

调节作用仅体现在评论意愿上，低确认偏误者

对不同策略的反应差异不明显，高确认偏误者

的反应则因策略而异，其中礼貌纠偏和呼吁良

知更能激发其评论意愿。

已有研究表明，高确认偏误个体在面对与

既有立场相冲突的信息时，更容易采取防御性

加工 [49]。因此，这类旁观者对反对方式的威胁

性更为敏感。礼貌纠偏和呼吁良知能够减弱对

抗感，因而更容易获得回应。这表明，在认知

偏差较强的情境下，反对策略的可接受性有时

比论证强度更为关键。

（三）群体身份对旁观者支持的影响

研究发现，群体身份会影响旁观者的整体

反应水平，内群体情境下的共情、责任感及点

赞、评论、分享意愿均高于外群体情境； 群体

身份还会影响不同反对策略的作用方式，在外

群体情境下，策略差异主要体现在感知共情上；

而在内群体情境下，策略差异进一步体现为分

享意愿，说明当议题与旁观者的群体身份关联

更强时，反对策略更容易激发公开支持。

这一结果与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判断一致，

即群体身份会影响个体对群体规范的理解和行

为选择 [50]。当反对策略被内群体旁观者理解为

是在维护群体价值边界时，他们更可能公开表

态；但若反对方式过于戏谑或对抗，内群体也

可能将其理解为对群体体面的冒犯，从而降低

支持意愿。

（四）共情与责任感驱动支持性干预行为

的心理路径

研究发现，反对策略可通过感知共情与感

知责任的链式作用影响旁观者的支持性干预意

愿。共情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利他动机 [51]，但这

种情感反应能否转化为可见支持，还取决于旁

观者是否认为自己负有介入责任 [52]。当责任感

被分散时，其干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 [53]。因此，

不同反对策略能否获得支持，可能取决于其能

否使旁观者将反对行为理解为对贬损性评论的

表 3 不同反对策略影响旁观者支持性干预行为的具体间接效应

策略比较 经感知共情 经感知责任
感知共情→感知责任

链式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呼吁良知 vs. 礼貌纠偏 −0.009 [−0.020, 0.003] 0.016* [0.001, 0.034] −0.012 [−0.027, 0.004] −0.004 [−0.034, 0.028]

呼吁逻辑 vs. 礼貌纠偏 −0.015* [−0.028, −0.002] 0.013 [−0.004, 0.030] −0.020* [−0.038, −0.003] −0.022 [−0.056, 0.013]

威胁声誉 vs. 礼貌纠偏 −0.026* [−0.040, −0.013] 0.012 [−0.006, 0.029] −0.035* [−0.052, −0.018] −0.049* [−0.082, −0.016]

群体除名 vs. 礼貌纠偏 −0.022* [−0.036, −0.009] 0.015 [−0.003, 0.033] −0.029* [−0.047, −0.013] −0.036* [−0.070, −0.002]

幽默 vs. 礼貌纠偏 −0.030* [−0.045, −0.017] 0.027* [0.009, 0.046] −0.040* [−0.059, −0.023] −0.043* [−0.076, −0.009]

注：礼貌纠偏为参照组。* 表示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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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纠偏，并进一步形成介入责任认知。责任

认知由此成为连接不公感知与公共纠偏行动的

关键环节。

六、数字正义视角下旁观者支持性干预行为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本文将社交媒体旁观者干预置于数字正义

的分析框架中，发现旁观者是否采取干预行动，

受到反对策略、群体身份与确认偏误的共同影

响。既有数字正义研究多从算法治理和平台公

共性危机出发，强调通过数据资源分配和算法

透明等路径回应算法时代的不平等问题 [54]，本

研究则进一步表明，普通用户对具体贬损性评

论的回应与反对，也是数字正义在日常互动中

的实践。

本研究的发现为理解网络空间中规范生成

与治理运行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网络空间治理不

仅受到外部规制影响，也会在用户的持续互动中

形成以内生调节为支撑的“涌现秩序”[55]，这

种秩序在大量用户的微小参与行动中逐渐形成，

并随着平台可见性机制的介入持续显现和调整。

网络意见生态作为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复杂系统，

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特征，其规范结构

在用户互动与反馈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强化，每

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都可能只是个体化的即时

反应，但当这些反应在平台上被聚合、排序和

可视化后，便会形成对公共讨论氛围的再塑造。

旁观者对反对策略的支持，既是在回应某一具体

贬损性评论，也是在向其他用户传递规范线索，

正是在这种分散行动与平台可见性机制的交织

中，网络公共空间的秩序得以被不断生产和修

正。

在实践启示层面，平台也可通过功能设计、

规则提示和可见性配置，搭建优化内容质量、

鼓励理性讨论、提供被害救济的“媒介正义秩

序”[56]。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优化干预路径的易用性与可见性。

本文发现，不同的反对策略会影响旁观者的支

持性干预行为意愿，这意味着平台可设计多样

化、低门槛、低风险的反对表达路径，使用户

能够在不同情境下选择恰当方式进行规范表达，

并感知自身干预对内容生态的正向影响。第二，

促进跨圈层规范共识的形成。群体身份认同会

影响旁观者的支持性干预行为意愿，这意味着

平台需要通过评论区呈现和推荐机制优化等方

式，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理解与对话。第三，

引导规范内化。较为稳固的网络秩序并不只来

自外部惩罚，也来自用户在参与中将公共规范

内化为自发的行为准则。因此，平台应更多展

示正面规范信号，引导旁观者将支持正向表达、

反对群体贬损性评论视为维护公共讨论秩序的

日常实践，从而推动干预行为由偶发性的道德

反应转化为持续性的规范建构。

总而言之，网络治理已深度嵌入用户的日

常互动场景，平台的角色也由单一的规则管理

者转向规则制定者与互动生态维护者。数字正

义并不在于要求强制终止每一次冲突，而在于

让更多旁观者愿意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以更可

接受的方式把公平、尊重与责任重新带回公共

讨论之中，推动多方主体在互动中共同构建更

加稳定且可持续的治理秩序。

本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一，本

研究采用模拟社交媒体情境的在线实验设计，

虽有助于控制干扰因素并识别不同反对策略的

净效应，但与复杂的真实平台环境相比仍有差

距。其二，本研究主要将旁观者干预理解为社

交媒体中的外显互动行为，重点考察点赞、评论、

分享等参与方式，这一处理有助于揭示旁观者

介入公共讨论的行为取向，但这类干预能否进

一步转化为被攻击者实际感受到的支持与保护，

仍有待后续研究检验。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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